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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活儒学”是笔者建构的一个面向生活的儒家思想体系。参见黄玉顺《回望“生活儒学”》，载《孔学堂》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

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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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
———兼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

黄 玉 顺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与福柯的“话语”概念相比较，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同样并非“语言”概念，但同时也注意话语的语言形式；同样

关注“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更深入彻底地揭示作为话语基础的存在者化的既定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导向“前

主体性”观念；同样注重历史，但认为历史并非本源性的存在———生活；同样认为话语是言说，但并不专指特定历史情境中的

言说，而是泛指任何生活情境中的言说。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旨在区分话语的层级，但并非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而与海德

格尔对“人言”与“道言”的区分具有同构关系或对应关系。生活儒学将话语区分为“有所指”的言说即“主体话语”和“无所

指”的言说即“前主体性话语”。关于主体话语的典型理论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典

型体现是“失语”说和所谓“中西比较”。前主体性话语则是本真的“情语”，其典型为“诗语”，乃是“天命”之“诚”，具有存在论

层级的奠基性。现代中国哲学的“中西”“古今”话语即属主体话语；而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则因其“前主体性话语”观念而超

越“中西”“古今”话语并为之奠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解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传统话语，超越“中西”

“古今”对峙，才能建构起一个新的“存在哲学→本体哲学→分支哲学”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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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国内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不得不承认，这股热潮还停

留在口号的层面，尚未触及、遑论深入问题本身。本文旨在归纳生活儒学①的话语理论，进而探究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涉及的若干复杂理论问题。

笔者于２００４年提出“生活儒学”的同时，提出了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关于“生活儒学”的第一

篇论文《“生活儒学”导论》即谈到“话语”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话语中，我们决不能说‘生存即是存

在’或者‘存在即是生存’；我们只可以说：此在的存在即是生存……在我们的话语中，当我们说到

‘存在’时，它就是说的生活本身；而当我们说到‘存在者’时，它是说的‘物’。在儒学话语中，存在者

被称做‘物’、‘器’或者‘器物’。按照儒家的说法，生活不是‘物’，而是‘事’……”②紧接着于２００５
年初完成的论文《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初步提出了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一是符号的言说方式，一是本源的言说方式。

在符号的言说方式中，被言说者乃是一个符号的“所指”———索绪尔意义上的所指、或者弗



雷格意义上的指称。现代语言科学告诉我们，一个符号有“能指”和“所指”。符号的所指，就是

一个对象。这就意味着，在符号的言说方式中，生活被对象化了。生活被对象化，意味着生活

成为了一个客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成为了一个主体。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主—

客”架构的思维模式……

本源的言说方式绝非符号的言说方式：这里，言说是“无所指”的，也就是说，生活不是一个

符号的所指。如果说，符号的所指是一个存在者，一个“物”，那么，符号的言说方式是“言之有

物”的，而本源的言说方式则是“言之无物”的。在本源的言说方式中，言说本身就归属于生活

本身：这里，生活不是作为一个对象的“被言说者”；生活与言说是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比

如，爱的情话、诗的絮语，都是本源的言说方式。唯其无所指，本源的言说本身便不是符号。①

这里所说的“符号”（ｓｉｇｎ）专指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１８５７－１９１３）语言学和弗雷格

（Ｇｏｔｔｌｏｂ　Ｆｒｅｇｅ，１８４８－１９２５）语言哲学的概念（详下）。

一、“话语”概念：与福柯话语理论之比较

英国当代思想家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１９３２－２０１４）指出：“‘话语转向’（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ｔｕｒｎ）是近

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

·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因此，讨论“话语”问题不能回避福柯的话语理论。大致来

说，生活儒学与福柯的“话语”概念之间存在着若干一致性，同时存在着若干根本性的区别。

（一）“话语”与“语言”

在话语问题上，生活儒学与福柯理论的首要共性是：“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问题不是“语言”（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问题。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诸如汉语、英语、日语、俄语等，又称为“自然语言”（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或“民族语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以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或国族（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为分界，具有一套独立的语音、语法、语义的形式系统。语言学所研究的就是这样的作

为形式系统的语言：自然语言学研究特定的民族语言的形式系统；在此基础之上，普通语言学研究

人类一般语言的形式系统。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语言

学；其实，此前的历时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也是一种形式

主义，它研究印欧语系的亲属关系也是着眼于语音、语法、语义的形式系统，其所谓“历史”并不是话

语理论所指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

然而“语言”并非“话语”：语言是“形式的”（ｆｏｒｍａｌ）概念；而话语则是“实质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概念，

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历史的内容。因此，作为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我们操何种语言

是没关系的……；使用同样一种母语，也有不同的言说方式”③。所以，话语理论被视为“后结构主

义”（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在哲学领域则是继“语言学转向”（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之后的“话语转

向”。因此，“话语”并不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话语理论并不是任何意义的语言学，毋宁说是一种“哲

学”或“方法”，其意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或言语（ｐａｒｏｌｅ）———更确切地说是“陈述”（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或“言说”（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这种“社会实践”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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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不是语言，但话语毕竟与语言有关。霍尔谈到话语时说：“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

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但是，

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操行，所以一切实践都有

一个话语的方面。”①可以说，话语是这样一种“社会实践”，它通过语言的形式来体现社会关系的内

容。然而“话语的语言形式”这一点却是福柯所忽略的，他只关注话语的历史内容（详下）。

（二）“话语”与“主体”

生活儒学与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特定主体在特

定话语中生成；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建构了主体。

如果说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是对中世纪的神本主体性的解构，那么，福柯宣布“人之死”则是对

现代性启蒙话语的人本主体性的解构。他所关注的不再是“大写的人”的抽象主体性，而是在特定

历史时期的人的具体主体性何以可能：人们在特定的话语实践中获得其特定的主体性，这就是所谓

的“主体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过程。这当然是一种“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即“是话语建构了

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话语建构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是话语就建构了我们主体自

身”②。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福柯那里……通过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解释了不同‘知识领

域’中主体性和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③

本来，这种“话语建构主体”的观念合乎逻辑地蕴含着某种“前主体性”（ｐｒ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视域。

然而，福柯并未提出“前主体性”概念；相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权力和知识的合谋在话语中预

设了主体”④，即是说，将要被塑造的主体其实已经在既定的话语模式———“认识型”（ｅｐｉｓｔｅｍｅ）中被

预设（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这个判断符合福柯理论的实际逻辑：尽管看起来是话语塑造着特定的主体，

然而话语本身却是由某种既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这是因为福柯的“话语”概念是指在特定历史时

期中表征着当时社会的特定权力关系而表现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一组陈述，即“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

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⑤；“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⑥。有学者指出：“福

柯表现出一种强烈诉求，力图为话语问题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背景，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制度化、

体制化的层面上将话语视为权力关系的表征。”⑦福柯主张：“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

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⑧“权力……贯穿于事物，产生

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而不是将

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的消极机构。”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权力关系或权力制度“生成知

识，引起话语”。这就是说，权力制度决定了话语，从而也就预设了主体。

这种“权力和知识的合谋”，福柯称之为“真理制度”。他说：“真理以流通方式与一些生产并支

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并与由它引发并使它继续流通的权力效能相联系。这就是真理制度。”

（《福柯集》，第４４７页）“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理制度，都有其关于真理、也就是关于每个社会接受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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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作为真实事物起作用的各类话语的总政策；都有其用于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机构，用于确认

真假话语的方式，用于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都有其有责任说出作为真实事物起作用的话语的人

的地位。”（《福柯集》，第４４５－４４６页）然而，在这种“制度”“机构”“网络”中拥有“地位”即拥有“话语

权”的人，都已经是既定的主体，因而这种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既定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合谋”。

而生活儒学不仅关注“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且更为深入彻底地揭示作为话语之基础或背

景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更为一般的“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此，生

活儒学提出了基于“前存在者”概念的“前主体性”概念。①

（三）“话语”与“生活”

与生活儒学一样，福柯致力于解构先验主义，注重历史维度。因此，福柯被称为“思想系统的历

史学家”，受聘为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教授。《知识考古学》第一章“引言”可谓开宗明义，将“知

识考古学”及其话语理论确定为某种“历史学”研究。

不过，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的历史研究恰恰旨在解构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寻求一种“新历

史”方法。他说，话语“始终是历史的———历史的片断，在历史之中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它提出自

己的界限、断裂、转换、它的时间性的特殊方式等问题”②，“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

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③。所以，已有学者指

出：“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著述，而是一种‘反史学’的行为，质疑传统史学原则。”④

然而，不论是传统的“历史”观念，还是福柯的“历史的片断”“不连续性”，都不是本文关注的问

题，因为在生活儒学的视域下，历史并非本源性的前存在者的存在———生活，而是由存在所给出的

存在者化的东西。“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为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文化的历时形态；因此，历史的本源乃

是生活本身的历时显现样式……历史从来不是现成的东西，历史恰恰是被当下的生活给出的。”⑤

不仅如此，尽管福柯反对“宏大叙述”，强调“历史的片断”“不连续性”，但他的话语理论仍然无

法彻底摆脱“宏大叙述”的窠臼。他说：“这里我想说两个词：考古学，这是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

法，以及从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使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这是要构成一个整

体的规划。”⑥因此，知识考古学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⑦。这种关于“历史的规律的整

体”“整体的规划”，显然也是一种“宏大叙述”。难怪美国理论家乔纳森·卡勒（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ｕｌｌｅｒ）指

出：“福柯的分析是历史领域中一个议题如何发展成为‘理论’的例子。”⑧这样的“整体”“理论”，不

禁使人想起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所说的传统本体论的“存在者整体”⑨。

正因为如此，霍尔将福柯的观念总结为“一切均在话语之中”（Ｎｏｔｈ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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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附论二“生活本源论”第四节“四、文化、历史、民族的本源”，成都：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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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页。
［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第１５０页。
［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文学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页。
［德］海德格尔著，陈小文、孙周兴译《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６８页。



ｃｏｕｒｓｅ）①。此语亦可译为“话语之外一无所有”，类似于现象学的表达“现象背后一无所有”②；或译

为“话语之外别无存在”，类似于生活儒学的表达“生活之外别无存在”③（Ｎｏｔｈ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Ｌｉｆｅ）。但必须指出的是：福柯的“话语”观念本质上仍然是某种“存在者整体”的观念。有学者指

出，这是“话语拜物教”④。而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则是“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特定的话语源

于作为生活显现样态的特定生活方式。

（四）“话语”与“言说”

总之，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不是福柯的“话语”概念：

１．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并不对权力关系或知识与权力之关系给予特别关注，而是泛指“生

活”之中的言说。所以，在生活儒学中，“话语”与“言说”或“言说方式”（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交替使用，因为两

者外延相同，只是其揭示的内涵各有侧重。福柯的“话语”概念终究是存在者化的主体性观念，而生

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则注重话语的“存在论区分”（ｄ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即区分“存在者”

层级的即主体的言说方式与“存在”层级的即前主体性的言说方式（详下）。

２．在历时性（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ｙ）方面，话语问题整体上与“古今”问题无关。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并

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涵盖任何时代的言说。例如，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哲学家和诗人

的话语都迥然不同；倒是古今哲学家拥有同一类型的言说方式，而古今诗人则共同拥有另一类型的

言说方式。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使用同一语言的同一个人，也可以有不同的话语。例如苏东坡

作为诗人或词人的时候、作为官员的时候和作为“蜀学”哲学家的时候，话语是截然不同的，他在官

场得志之际的儒家话语和失意之时的道家话语也是截然不同的。

３．在共时性（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方面，话语问题整体上与“中西”问题无关。使用同一民族语言的人可

以有不同的话语，例如古代中原的士农工贾都使用汉语，但他们的话语大不相同；使用不同民族语

言的人也可以有相同的话语，例如今天全世界的金融家各有不同的民族语言，但他们都运用金融话

语。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今”“中西”问题当然可以与福柯的“话语”概念对应，即可以与一个共

同体的共同话语（特定历史时期）和不同共同体的不同话语（历史的片段、断裂、不连续性）这样的问

题对应，但总体上不与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对应，因为在生活儒学的话语层级中，“古今”“中西”

问题仅仅与“有所指”的言说方式即“主体话语”相关，而与“无所指”的言说方式即“前主体性话语”

无关，后者超越前者而为前者奠基（详下）。

福柯的“话语”概念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一套“陈述”（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它体现、维护并强

化着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并塑造着这个结构中的特定的主体角色；而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则是

指一种“言说”（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或“说法”（ａ　ｗａｙ　ｏｆ　ｓａｙｉｎｇ），它或者体现、维护并强化着特定的社会观

念，并塑造着这种观念下的特定的主体，这是“有所指”的言说方式，接近于福柯的“话语”概念；或者

超越这些观念，并揭示其何以可能，这是生活儒学“话语”概念特有的“无所指”的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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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话语层级划分的言说方式

生活儒学的“言说方式”概念，其实就是“话语层级”的划分，这种层级划分与生活儒学的“观念

层级”的划分一致。

（一）话语层级与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

说到“话语层级”，不妨讨论一下塔尔斯基（Ａｌｆｒｅｄ　Ｔａｒｓｋｉ，１９０２－１９８３）的“语言层次”理论。①

当然，塔尔斯基所说的是数理逻辑的符号语言；但语言层次划分同样适用于自然语言，笔者曾讨论

过这个问题，并以此分析荀子的“正名”学说。②

语言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对象语言”（ｏｂ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亦译为“目的语”）和“元语言”

（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元语言，纯理语言。指用来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被观察的语言或目的语

［ｏｂ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语言或一套符号。”③这种想法最初出自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Ａ．Ｗ．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

１９７０）。他说：“我们不能不把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和不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加以区分。那些涉及

命题总体的命题决不能是那个总体之中的份子。第一级命题，我们可以说就是不涉及命题总体的

那些命题；第二级命题就是涉及第一级命题的总体的那些命题。”④塔尔斯基将这种想法发展为语

言层次理论：“其中一种是‘被讨论的’语言，它是讨论的对象，我们所寻找的真理的定义也就是应用

于这一语言的。另一种是我们用以‘讨论’第一种语言的，具体地说，就是用于构造第一种语言的真

理定义的。”⑤自然语言亦然，如果说“对象语言”指向“对象域”（ｏｂｊｅ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那么，“元语言”则

指向“对象语言”。其关系是：元语言→对象语言→对象域。“对象域”是指语言所陈述的对象，类似

于弗雷格所谓的“指称”（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详下）；“对象语言”就是直接陈述对象域的语言；而“元语言”则

是给出对象语言的语言。这与荀子“正名”理论的关系如下：元语言（名名关系）→对象语言（名实关

系）→对象域（礼法）。

然而，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划分绝非生活儒学的话语层次划分，因为不论是对象语言还是元语

言都是对象性的，即对象域是对象语言的陈述对象，而对象语言则是元语言的陈述对象。因此，显

而易见，不论是对象语言还是元语言，都属于生活儒学话语理论当中的同一个层次，即“有所指”的

言说方式———主体话语。

（二）言说方式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念

比较而言，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念最切近，因为生活儒学的话语层级划分

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之间具有对应关系，话语即区分为存在

层级的言说与存在者层级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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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话语层级与海德格尔前期的“两种普遍性”

海德格尔的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开宗明义，“导论”第一章第一节讨论的就是这个问

题———如何言说存在？他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其一，存在与存在者的言说方式。海德格尔说：

　　“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存在”的“普遍性”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如果存在者在

概念上是依照类和种属来区分和联系的话，那么“存在”却并不是对存在者的最高领域的界定；

ουτετοονγενοζ［存在不是类］。存在的“普遍性”超乎一切族类上的普遍性……黑格尔最终把

“存在”规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并且以这一规定来奠定他的《逻辑学》中所有更进一步的范

畴阐述，在这一点上，他与古代存在论保持着相同的眼界，只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与关乎实事

的“范畴”的多样性相对的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倒被他丢掉了。①

如果说“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那么，这种“普遍性”并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即不是“存在

者的最高领域”。这其实是区分了两种言说：一种是对存在者的言说，包括对最高的存在者即形而

上者的言说；另一种是对存在本身的言说。后者才是海德格尔自己的言说，即“重提存在的意义问

题”，亦即把“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实际探索的专门课题”（《存在与时间》，第４、３页）。这就

是说，对存在与存在者的言说需要不同的话语或不同的言说方式。

海德格尔前期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有后期的转向。从以上所引这段话来看，他对黑

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分就有问题：把亚里士多德“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区分看成“范畴”（十大范

畴）②与“存在”的区分，事实上正如海德格尔后期所纠正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不过是传统

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存在者整体”，其“统一性”其实是“存在者之共属一体”③。因此，他将亚里士多

德那种“统一性”与黑格尔那种“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因为两者都属于存在者

化的传统本体论，在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中都属于“主体话语”即“有所指”的言说。黑格尔那种“无

规定性的直接性”就是下面的话题，即本体由于没有种（上位概念）和属差而不可定义。

其二，两种意义的“不可定义”。海德格尔说：

　　“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这是从它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这话有道理———既

然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　ｆｉｔ　ｐｅｒ　ｇｅｎｕｓ　ｐｒｏｘｉｍｕｍ　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ｍ［定义来自最近的种加属差］。

确实不能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ｅｎｔｉ　ｎｏｎ　ａｄｄｉｔｕｒ　ａｌｉｑｕａ　ｎａｔｕｒａ：令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不能

使“存在”得到规定。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表现

……“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所以，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

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

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存在与时间》，第５页）

这里是说“存在”与最高的“存在者”都是不可定义的，但其缘由却是不同的。

关于最高“存在者”的不可定义，笔者曾经讲过：第一，形而下的存在者可以定义：“在科学的思

维方式中，例如在现代符号逻辑中，‘ｔｏ　ｂｅ’即‘是’表示三种关系：一是‘∈’，表示一个个体变元属

于一个集合；二是‘ ’，表示一个子集合属于另一个更大的集合；三是‘≡’或者‘＝’，表示定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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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两个集合等值，或者表示两个个体的同一关系———相等。这三种关系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

表示存在者之间的连接……亦即都是对存在者的理解，而不是对存在本身的理解。”①第二，形而上

的存在者不可定义：“我们必须为这个被定义概念找到一个上位概念———比被定义概念外延更大的

概念；如此递进下去，我们最终会找到一个不可定义的最高概念，这就是形而上者的观念。”②“定义

的格式就是：被定义概念＝种差＋属（上位概念）。”③但是，“如果我们所谈的是涵盖一切的一个形

而上者，在它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这就是‘绝对’。那么，显然，第一，它没有‘种差’，因为既

然没有在它以外的东西存在，那么它跟谁相比较呢？没法比较。第二，它也没有‘上位概念’———没

有比它更大的概念……如果它是涵盖万有、包含一切的本体，你哪里去找比它更大的概念呢？没有

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作为本体的存在者，它是没有内涵的”④。

关于“存在”不可定义，笔者也曾讲过：“存在本身是不能被定义的，它只能通过某种方式被揭示

出来……这种揭示不是科学分析的那种有所论证的揭示，而是前分析的揭示；这种源始性的揭示，

海德格尔称为‘领悟’（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⑤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我们总已经活动在

对存在的某种领会中了。明确提问存在的意义、意求获得存在的概念，这些都是从对存在的某种领

会中生发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存在’说的是什么，然而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

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存

在与时间》，第７页）这类似于生活儒学所说的前存在者的“生活感悟”或“生活领悟”。

显然，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揭示，前期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论”，即对“此在”的“生存

论分析”，在笔者看来依然充斥着主体性的“有所指”的话语。他在后期转向对诗的诠释，意味着放

弃了前期的言说方式。不过，对诗的诠释显然并不是诗的言说本身（详下），因而也是值得商榷的。

２．话语层级与海德格尔后期的“人言”和“道言”

在话语问题上，后期海德格尔最重要的思想显然是对“人言”（Ｓｐｒｅｃ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与“道言”

（Ｓａ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或译“道说”）的区分。笔者曾经谈到：

　　海德格尔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有一句核心的提法：“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海

德格尔区分了两种语言：

语言Ｉ：人类的语言———人言

语言ＩＩ：大道的语言———道言

在“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中，第一个“作为语言的语言”指本质的语言（＝语言的本

质），亦即道言，它是大道的语言、语言的本质；第二个“语言”指人类的语言。“把作为语言的语

言带向语言”是说的思的运程：只有把大道的语言作为语言的本质带向人类的语言，我们才有

可能本真地把握人类的语言。⑥

海德格尔对“道言”与“人言”的这种区分，看起来类似索绪尔对“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和“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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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ｏｌｅ／ｗｏｒｄｓ）的区分，本质上却是不同的：索绪尔的“语言－言语”概念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

“本质－现象”观念在语言学上的表现，属于“存在者”的观念（详下）；而海德格尔的“道言”是其前期

“存在”观念的另外一种表达，庶乎近于“前存在者”的观念。所谓“道言”，看起来是人在说话，其实

是“大道”（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Ｅｖｅｎｔ，或译“源始居有”“缘构发生”）在说话，即所谓“大道之道言”（ｄｉｅ　Ｓａｇｅ

ｄｅｓ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Ｅｖｅｎｔ）或“存在之中的生长”（Ｚｕｗａｃｈｓ　ａｎ　Ｓｅｉｎ／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Ｂｅｉｎｇ）。

生活儒学对话语层级的划分，与海德格尔后期对“人言”与“道言”的区分具有同构关系或对应

关系，同时存在着实质区别（详下）。笔者曾说：“‘人言’无论怎么说都只是一种形而下存在者的存

在。而‘道言’有两种可能的理解：可以理解为形而上者的言说；但我们今天重新发现一个更古老的

观念，如果说形而上者这样的存在者尚未存在，那么‘道言’就是‘道’‘命’‘诚’‘活’，这一切都应该

理解为动词，先行于任何名词性的实体性的东西。”①

（三）生活儒学的话语层级

生活儒学的话语层级与观念层级相对应。人类所有可能的观念分为几个基本的层级：存在（生

活）→（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更准确的描述是②：“形而下存在者”，谓之“万物”；人在其

中，谓之“主体性存在者”。因此，生活儒学将话语划分为主体话语———“有所指”的言说（“所指”包

括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和前主体性话语———“无所指”的言说。笔者曾说：“孟子与孔子是‘一以贯

之’的，他们都有着三个观念层级的言说：本源的言说、形上的言说、形下的言说。”“思首先是生活本

源中的情感之思、生活情感中的领悟之思，而表现为生活感悟的言说方式、诗意的言说；进而是生活

感悟中生成的形上之思，而表现为哲学的言说；最终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形下之

思，而表现为伦理学、知识论的言说。”（《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２６７页、“叙说”第３页）

三、主体话语：“有所指”的言说

关于两个层级的话语，笔者曾这样讲：“‘言之有物’和‘言之无物’，这是两种不同的言说方

式。”③“言之有物”出自《周易·家人·象传》“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中国古典话语之所谓

“物”，即指存在者。因此，笔者以“言之有物”指存在者化的即“有所指”的言说方式———主体话语，

而以“言之无物”指前存在者的即“无所指”的言说方式———前主体性话语。

（一）“言之有物”的言说方式

上述“言之有物”的观念，在语言学领域的典型就是索绪尔的“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在语言哲学领

域的典型则是弗雷格的“指称”（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与“涵义”（ｍｅａｎｉｎｇ）。

１．索绪尔的“所指”

众所周知，索绪尔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创者，他将语言符号（ｓｉｇｎ）区分为两个方面，即

“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和“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能指”是语言符号的物理形式方面，例如一个词语的语

音；“所指”是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方面，例如一个词语的语义。

笔者曾经谈到：“从索绪尔开始，今天的语言科学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架构：语言是一种符号，什

么‘能指’啊、‘所指’啊……‘所指’就是一个对象，是一个客体……这样的一种言说，是‘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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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１９页）这就是说，所谓“所指”其实就是存在者的观念。因此，索绪尔

是将“语言”和“言语”都理解为“有所指”的言说———主体话语。

在汉语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这个语法词（英语则用引导词“ｗｈａｔ”，例如“我之所爱”译为

“ｗｈａｔ　Ｉ　ｌｏｖｅ”）。笔者曾通过讨论“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分析汉语的“所字结构”及一般语言的

“能－所”结构，表明主体话语———“有所指”的言说乃是语言固有的特征，即及物动词的语义结构本

身就蕴含着“主—客”观念架构。（《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５４－１５７页）不过，语言的这种特征并不

妨碍它可以用于前主体性话语———“无所指”的言说。这也再次表明话语问题不是语言问题。

２．弗雷格的“指称”“涵义”

弗雷格是现代符号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奠基者。他提出，一个指号（ｓｉｇｎ）涉及两个或三

个因素，即“指称”与“涵义”及“意象”。“指称”（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指外在于指号的、客观实在的对象（某些指号

可以没有指称，如集合论所说的“空集”乃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涵义”（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ｒ　ｓｅｎｓｅ）则指

内在于指号的意义，其实就是概念的内涵（任何指号都必定有涵义，即这种涵义是“客观的”）；至于“意

象”（ｉｍａｇｅ）不过是指号在人心中所引起的随机的印象（所以并非“客观的”，而是因人而异的）。①

笔者曾经谈到：“在弗雷格那里，实际上是对‘所指’有一个区分：有一个‘指称’，还有一个‘涵

义’。指称，在弗雷格看来，就是一个客观实在的东西；而涵义，有点类似于概念，它是不是就不是对

象性的呢？弗雷格自己有明确的说法：涵义是客观的。这就是说，涵义同样是对象性的，就是一个

ｏｂｊｅｃｔ……这样的一种言说，是‘有所指’的。”（《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１９页）显而易见，指号的客观

性或对象性意味着关于语言的存在者化的观念。

（二）现代中国哲学话语的反思

根据“言之有物”或“有所指”的言说即主体话语与“言之无物”或“无所指”的言说即前主体性话

语的区分，笔者曾对现代中国哲学话语进行反思。

１．“中西对峙”的言说方式

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无疑是一种作为“有所指”的言说方式的主体话语，其

“所指”主要就是对峙的“中－西”这两个“存在者”，而不是哲学问题本身或人的问题本身。笔者经

常反思这样的话语，最早也最典型的是以下两篇文章：

其一，驳“失语”说。笔者较早正面讨论“话语”问题的文章是２００４年的《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

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文中谈到：

　　目前有一种很时髦的流行说法，说是现代中国人已经患上了“失语症”：我们所操的表面上

似乎还是现代“汉语”，而实际上讲的却是西方话语……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现代汉语不仅在

语言形式上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而且在观念内容上同样是地地道道的汉语……“失语说”的一

个基本前提是：我们可以在与外来语言的接触中接受纯粹的原汁原味的外语及其观念，同时可

以在与传统文本的接触中接受纯粹的原汁原味的传统语言及其观念……而按照当代哲学解释

学的观念，那种纯粹的原汁原味的接受根本是不可能的……按现象学的语言观，“失语说”乃是

一种彻头彻尾的头足倒置的说法……“失语”论者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预设上

面：中国人———或者说人———不过是一件容器：或者用来盛中国传统的东西，或者用来盛西方

４１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兼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

① ［德］弗雷格著，肖阳译《论涵义和所指》，载［美］马蒂尼奇（Ａ．Ｐ．Ｍａｒｔｉｎｉｃｈ）主编，牟博等译《语言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５－３９９页。译文标题中的“所指”（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应译为“指称”。另可参见王健平《论名称的涵义和指称》，载《自
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６－１０页。



的东西。可是，人并不是容器……人是一种存在者；但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它的存在就是

生存……我们的语言奠基于我们的生存，现代中国人的语言奠基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现代

汉语源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源于我们自己的源始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不论对于传统观

念还是西方观念，我们一向都已走在它们的前面了。①

这里传达出来的观念尽管还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但已经初步透露出生活儒学的话语观念：言说者的

话语源于其当下的生活。所以，这篇文章“对形成生活儒学的‘本源的言说方式’观念具有重要意义”②。

其二，解构“文化纠缠”。也是在２００４年，笔者谈到：“我最近刚发表了一篇东西《中国现代“哲

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大意是说：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言说……其

实都是在‘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情绪支撑下进行的，这种情绪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结的产物。民

族主义情结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但它如果试图代替严肃的运思，那就是对真正的哲学之思的遮

蔽。”③这里提到的关于“文化纠缠”的论文，可以说是笔者对“话语”的最初思考：

　　哲学之思的特点在于：哲学所思正是其它所思之所不思。任何一种意识形式，作为一个思

维过程，总有它的逻辑起点、话语背景或者语境，而这个起点恰恰是这个思维过程本身所不思

的，是被作为不证自明的原则接受下来的观念前提。这个观念前提，其实就是现代语义学、语

用学所谓的“预设”……然而哲学所思的正是这个观念前提、这个预设本身。④

这就是说，笔者对“话语”的最初思考，是与对“预设”（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问题的思考相联系的。⑤

关于“预设”，笔者曾写道：

　　德国当代学者布斯曼（Ｈ．Ｂｕｓｓｍａｎｎ）《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对预设的定义是：“（预设是）关

于表达或话语的含意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含蓄而不言明的）设定。”这就是说，预设是这样一种

设定（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它没有被说出，但对于谈话双方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现

今语言学界对预设有一种常见定义，是通过与“蕴涵”相区别而给出的（其中Ａ、Ｂ表示命题）：

Ａ蕴涵Ｂ，当且仅当：Ａ真Ｂ必真，Ａ假Ｂ可真可假，Ｂ假Ａ必假。

Ａ预设Ｂ，当且仅当：Ａ真Ｂ必真，Ａ假Ｂ亦真，Ｂ假Ａ可真可假。

……显然，蕴涵（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是一个语句（ｓｅｎｔｅｎｃｅ）的逻辑后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而预设则

是一个话语（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的前提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条件，则是一个争

议很大的问题。布斯曼则直接利用“蕴涵”概念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

ｓ１预设了ｓ２，当且仅当：ｓ１蕴涵了ｓ２，并且非ｓ１也蕴涵了ｓ２。

其实弗雷格也曾经称预设为一种“特殊的蕴涵”。我们可以使这个定义更加形式化：

（ｓ１→ｓ２）∧（ｓ１→ｓ２）

如此说来，预设似乎确为一种特殊的蕴涵关系。⑥

将“话语”问题与“预设”问题联系起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而从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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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所谓“预设”其实就是预先设定了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因此，蕴含着预设的话语显然都

是存在者化的即“有所指”的主体话语。

２．形而上学的话语

上述主体话语亦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话语”（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这里的“形而上学的”

是指一种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即始终在存在者化的“形上－形下”的模式内思考问题、言说事物，并

非仅仅涉及“形而上者”。其一，形而下的所指。有两种存在者，即众多相对的存在者和唯一绝对的

存在者。众多相对的存在者即形而下者，它们是一类话语的所指、指称或涵义。其二，形而上的所

指。狭义的哲学，即本体论，思考和言说唯一绝对的存在者，即形而上者，或曰“本体”，它是另一类

话语的所指、指称或涵义。

这里不妨讨论一下维特根斯坦（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９－１９５１）的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即《逻辑哲学论》的第七大命题：“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①其原文的英译是“Ｗ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ａｂｏｕ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ｐａｓｓ　ｏｖｅｒ　ｉｎ　ｓｉｌｅｎｃｅ”②，汉语可以译为“对于我们不可言说的事物，

我们必须默然置之”。许多人误以为维特根斯坦是在否定传统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等的意

义，其实不然。维特根斯坦并不否定那些不可言说的事物的“存在”，他明确地说：“确实有不能讲述

的东西。这是自己表明出来的；这就是神秘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第９５页）这里的汉译不太确

切。原文英译是：“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ｉｎｄｅｅｄ，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ｙ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ｓｅｌｖｅ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ｙｓｔｉｃａｌ．”③汉译应当是：“确实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事物。它们使

自己显现出来。它们是难以解释的事物。”所谓“难以解释”，是指难以给予逻辑的解释。这里不可

忘记的是：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因而他所谓的“不可言说”，乃是指不可以逻辑实证

主义的话语去言说。例如，“作为伦理学的担当者的意志是我们不能谈的”，因为“伦理学是超验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逻辑哲学论》，第９５页）。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逻辑本身也是不可言说的，因

为“逻辑是超验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逻辑哲学论》，第８８页）。所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超验的）亦

汉译为“先验的”，是与维特根斯坦的经验主义立场相对立的。

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当维特根斯坦说“某物不可言说”的时候，他正在言说着某物。这看起来是

很吊诡的，其实正是言说方式的问题———话语的问题。形而上学的话语———有“所指”的言说，确实

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形而上者乃是涵盖一切存在者的那个存在者。然而当我们把形而上者作为

言说对象的时候，它就已经在“我们”及其“话语”之外，于是它也就不再是涵盖一切的形而上者了。

这正是存在者化的言说方式的吊诡之处。它表明：唯有某种非存在者、前主体性的话语，才能言说

形而上者。这类似于“在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中，宇宙就是大全、太极，不可言说，不可分析”④，然

而，“他在新理学之中借用中国传统话语提出了四个概念———理、气、道体、大全……由这四个概念，

提出了四个著名的命题……”⑤。具体来说，“以新理学所说的‘大全’而论，他本身就是不可言说

的。但谓其不可言说也是说，这就是‘负’的方法，在这里，他诉诸中国固有的道家、禅宗的方式彰显

‘负’的方法的意义。在冯友兰看来，禅宗的言说方式与维特根斯坦一样，在说形而上学不能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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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启发，予人以无知之知”①。对此，冯友兰说：“一个完整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

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抵达哲学的最后顶点。”②所谓“负的方法”，似

乎就是否定性的言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可言说”（ｃａｎ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ａｂｏｕｔ）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

的言说。但冯友兰心目中的“负的方法”主要是指直觉的方法，而不一定就是否定性的言说。然而

无论如何，在笔者看来，由于其存在者化，形而上学的话语毕竟是一种吊诡的言说。

四、前主体性话语：“无所指”的言说

笔者曾经谈到：“‘言之有物’的、可以陈述的言说方式，它可以通达一个对象、把握一个对象、陈

述描绘一个对象、定义一个对象，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道是无，那么‘言之有物’就不行：

有和无是不相应的，完全不相应。显然，应该存在着这样一种言说方式（不是一种语言），这种言说

方式‘言之无物’。”③这就是“无所指”的言说———前主体性话语。

（一）情语

这里所谓的“情语”首先是指“情话”———情人之间的话语。笔者曾经谈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爱涌现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话，但那都是“无意义”“无所指”。那

不过是情感的显现。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一对热恋中的人在一起，不外乎就是两种情境：

一种就是一句话都没有，默默无言，“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或者是相视而笑，傻乎乎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此时此刻不需要任何一种对象性的言说，任何对象性的言说都会打

破这种本源情境。比如说，两个人正在含情脉脉的，你忽然说：“你交作业了没有？”或者：“你的

那个股票抛了没有？”或者：“你这条项链多少钱？”诸如此类的，就有点煞风景了，一下子就从本

源情境当中被抛出来了，马上就进入了一种对象性的思考……

另外一种情境：那个男的、或者那个女的，在那儿滔滔不绝，喋喋不休，说了很多话，完了别

人就问：“你刚才说什么啊？”回答：“没说什么啊？”是啊，是没说什么啊。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些，

都是“无意义”的，“无所指”的，“言之无物”的。“言之无物”在这个意义上是说：在这个时候，在

这样的情境当中，我并没有给你讲一个对象性的事情，没有讲什么存在者，没有讲什么物，没有

叫你去认识、去分析。我此时此刻所说的话，根本就“不成话”———那不是语言科学、语言哲学

所理解的那么一种“语言”。（《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第一种情境，看起来似乎超出了我们这里讨论的“话语”范畴，即“话语”毕竟要表现为“言语”

“陈述”，但在更宽泛的“语言”概念———“符号”概念下，这种情境无疑也是一种话语，即肢体、表情等

“符号语言”形式的话语。

进一步说，“情语”远不仅指情人之间的话语，而是泛指情感的话语。例如《论语》记载：“（曾点）

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论语·先进》）朱熹评论道：“如曾点，只是他先自分内见得个道理，如‘莫春’以下是

无可说，只就眼前境界，便说出来也得。”④所谓“道理”云云，不过是理学家的解读。蒙培元先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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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曾点）所以能‘随寓而乐’，就在于心灵境界中有不可言说的‘意思’，这‘意思’实际上就是生

命的情感体验……”①蒙培元先生特别强调“情感体验”，进而提出“情感语言”的概念：

　　人有情感需要，一定要表达出来，但是，又不能用概念语言去表达，于是，便创造了诗的语

言，即情感语言。“咨嗟咏叹”完全是表达情感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

它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但与概念语言绝然不同，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性情隐微”之处，不可能是

显性的对象式的概念语言所能表述，它只能是“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这所谓“余”，意味

深长而又难以言说，有余音、余味之意，即意出言表，要人去涵咏、体会，而不可从字面上去了

解。②

所以，“情语”泛指一切“情感语言”。

（二）诗语

“情语”出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删稿》：“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

语也。”③这是在论诗词。确实，最典型的“情语”是“诗语”———诗歌的言说方式。

蒙培元先生曾指出：“除了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冯友兰于‘六书’最后一本《新知言》的最后一章

《论诗》中，尚提出了诗的方法。维也纳学派从否定的意义上讲形而上学是概念的诗歌，说的是无意

义的话，给人以情感上的满足。冯友兰则从正面的意义上对诗性的语言加以肯定，当然，这诗性的

语言首先不是概念的诗，也不是止于技的诗，而是进于道的诗，是真正的诗。”④这里所说的“诗的方

法”或“诗性的语言”，其所言说的是冯友兰所说的“大全”，即形而上的存在者而非存在，亦即仍然是

存在者化的主体话语。而“真正的诗”的话语———“诗语”，乃是前主体性话语，即“情语”。

拙著《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三讲第三节（第１１７－１２７页）专题讨论了“思与诗的本源

性言说”，实际上就是讨论作为前主体性话语的“诗语”：

　　诗歌这样的言说方式，是情感性的言说方式，实际上所表现的就是情感之思……诗诚然是

想象－形象的，但是，诗却又是“言之无物”的。这里所谓“言之无物”是说：这里没有物，没有存

在者。诗中显现的想象的形象，不是存在者，不是物，不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只是情感本身

的流淌，情感本身的显现。（《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笔者曾经举例：“比如你读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出现了很多形象，床啊、

明月啊、地啊、霜啊什么的，但这些都不是东西，不是存在者、物，只是情感的显现而已，所以，你不能

用对象化的方式、打量物的眼光去看它们。你不能去追问：这是什么床啊？是钢丝床、还是席梦思？

上铺还是下铺啊？单人床还是双人床？其实，李白这首诗是‘言之无物’的，这里只有情感的显现。

什么情感？思乡之情。为什么‘思故乡’？因为爱故乡啊！这就是爱嘛。”⑤因此，“生活感悟的言说

方式，不是哲理的语言，而是诗性的语言。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最重视诗，就是因为诗

是生活情感的言说、生活感悟的表达，而非什么形上学、形下学的哲学建构”⑥。

但须注意：并非任何看起来像诗或被称为“诗”的东西都是“真正的诗”。王国维指出：“有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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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５－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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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

为我，何者为物。”①“有我之境”其实就是主体话语，“我”乃是主体性；“无我之境”才是真正的前主

体性话语，或曰“超主体性”话语。这是因为“诗人并不是什么思想家；诗是情感的言说，不是什么

‘思想’。譬如老子就是一个思想家，没有人会说他是诗人；尽管《老子》是押韵的，我们仍然至多只

说那是‘韵文’，绝不是诗”（《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０７页）。进一步说，所谓“诗语”之“诗”并非狭义

的“诗歌”，而是指代艺术：

　　艺术的功能，就是表现情感。（《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２１页）

艺术的言说方式，诚然是形象的，因为那是情感性的言说；但是，这样的言说是无所指的。

比如，你听纯音乐，歌词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此时此刻，你脑中会出现一些形象，这些形象，弗

雷格把它归结为最不可靠的东西———“意象”（ｉｍａｇｅ），但这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所在。弗雷格

认为，那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是不客观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本源的。总之，情

感性的言说是想象—形象的，但这样的形象不是对象，不是存在者，不是供你认识的东西。

（《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２０页）

总之，艺术的话语，或最高境界的艺术话语，乃是前主体性或超主体性的话语。

（三）“天命”之“诚”

这种前主体性或超主体性的言说方式，与中国哲学的“天命”观念密切相关。诗的话语或艺术

的话语，固然也是一种“人言”，却是一种特殊的“人言”，即与“天命”有关：“一方面，‘天何言哉？四

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切存在者、包括人及其‘人言’皆源于此。但另一方面，这种无言无

声的天道却又被领悟为‘天命’，人应该‘知天命’，然而‘命’就是‘口令’，也就是言。这种无言之言，

也就是道。其实，汉语的‘道’字本身就已经透露出这种消息：它的最古老的两个用法，一个是走路，

但不是人走路，而是‘道自道也’；另一个就是说话，但不是人说话，而是天‘命’。”②问题在于：人言

与天命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这是存在本身在说话、生活本身在说话。儒家把这种本源的言说领悟为：天命。这就是

说，天命乃是一种生活领悟。存在本身的言说、生活本身的言说，乃是无声之命、无言之令。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老子所谓“大音稀声”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我们却在倾听。这种

倾听，其实就是生活领悟。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倾听、领悟，我们何以能够存在、能够言说？我

们倾听天命，就是倾听生活。孔子所谓“知天命”而“耳顺”就是在说这样的倾听……我们能够

倾听这样的天命，就是“圣人”：圣之为圣，就是能够倾听，所以，“圣”字（繁体作“聖”）从“耳”。

“圣”字不仅从“耳”，而且从“口”，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倾听天命，而且还能用我们的语言来传达

天命……有“天命”，所以有“人言”。天命这种无声的言说，可以通过人言的有声的言说透露出

来。这种有声的言说，就是我们曾谈到过的“本源的言说方式”———本源情感的言说方式。③

情感话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即“自”这个主体不存在，这也就是王国

维所说的“无我”之境。笔者曾说：“有两种不自由：一种是‘非本真的不自由’……我们要摆脱这种

不自由状态，这就是西语‘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的语义结构———‘免于……’……另一种则是‘本真的不

自由’，通俗地说，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情境。比如，我爱一个人，我就对这个人负有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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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并不想‘免于’这种责任和义务，我并不想从这种爱的关系中‘摆脱’出来，这就叫作‘情不自

禁’。这也可以叫作一种‘不由自主’，这似乎正好跟‘自由’相反，因为自由恰恰意味着自主。自由

是以主体性为前提的：自由是主体的自由。而这种‘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却似乎意味着主体放弃

了自己的主体性，这就是‘不自由’；然而这种放弃却是出自本真情感的，这就是‘本真的不自

由’。”①这其实就是“诚”。“诚”字从“言”，正是指一种言说。“在儒家的话语中，‘诚’（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这

个词语有三个不同观念层级的三种不同用法：有时是形而下的道德概念，有时甚至是形而上的本体

范畴；但就其本义讲，‘诚’不外乎是说的一种情感态度：真诚。其实，在儒家的话语中，‘诚’就是

‘仁’，就是真诚的仁爱情感，或者说是仁爱情感的真诚。”②“‘言之无物’的，这是本源性的言说方

式。这个‘言’本身，就是《中庸》讲的‘诚’，‘诚’字从‘言’嘛。《中庸》的‘不诚无物’这个命题非常有

意思，可以确定：第一，诚不是物，诚不是存在者；第二，诚给出了物，诚给出了存在者。诚是一种言

说；而诚这样的言说，它本身不是物，这就是‘言之无物’。”③“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那样的表

达就是很不错的，就是说：至高无上的真正的‘乐’，就是回到‘诚’，回到‘绝假纯真’的‘最初一念’。”

（《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６０页）

不过，前主体性话语其实并不限于“情感语言”；这种话语关乎“生活感悟”，也就是说，不仅关乎

“生活情感”，而且关乎“生活领悟”。例如，“严格来讲，生活儒学在本源层级上的言说并非什么‘哲

学’，而是前哲学、前理性、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事情，只能说是‘生活感悟’———生活情感、生活领

悟。有些朋友觉得生活儒学的代表作《爱与思》许多地方‘不像哲学’，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生活

感悟的言说方式，不是哲理的语言，而是诗性的语言”④。

（四）前主体性话语的存在论奠基性

这种特别的“人言”———“天命”或“诚”的话语，具有存在论⑤奠基性⑥的意义。蒙培元先生说：

“儒家创始人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所说的天，以‘生’即生命创造

为其根本功能，也是‘生’的智慧……以‘四时行，百物生’为天的言说。这是无言之言，即以生命创

造为其言说。”⑦“天不言说，但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就是天的言说。这是以生为言说，即无言之

言。”⑧这其实是在讲“天命”的创生性，即“无所指”的言说方式的存在论意义。

例如，诗的话语为主体的兴起奠基：“如果说，主体性是由生活情感所给出的，是在本源性的爱

之中挺立起来的，那么，‘学诗’正是使主体性得以挺立起来的一条最佳途径。‘兴于诗’的‘兴’，意

思是‘起’、‘立’，也就是站起来、挺立起来的意思。这是很常见的解释：‘兴，起也。’谁立起来？当然

是人，是主体性。所以，‘兴’就是主体站起来了，主体性挺立起来了。”（《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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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２２、５２３、５７８页。

关于“奠基性”，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载《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３６－４５页。

蒙培元《追寻生命的智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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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唯其如此，孔子才特别强调‘兴于诗’，意思是说：主体性的确立（兴）乃在于诗。”①“孔子讲的

‘兴于诗’……就是在说主体性存在者怎样‘兴起’。”②更一般地说：

　　究竟是怎样在“无”的情境当中生成了存在者？究竟怎样“无中生有”？这是我们要解决的

问题。现在我们的问法是：究竟怎样在本源的情感当中，生成了表象，生成了对象？简单来说，

可以这样说：当你把情感之思当中的、或者情感涌流当中的想象－形象，把握为一种存在者，对

它进行对象化打量的时候，存在者就诞生了，主体和客体就给出来了，表象就生成了，物就被给

出来了。（《生活儒学的观念》，第１２２页）

综上所述，与福柯的“话语”概念相比较，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同样并非“语言”概念，但同时

也注意话语的语言形式；同样关注“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更深入彻底地揭示作为话语基础的存

在者化的既定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导向“前主体性”观念；同样注重历史，但认为历史并

非本源性的存在———生活；同样认为话语是言说，但并不专指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言说，而是泛指任

何生活情境中的言说。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旨在区分话语的层级，但并非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而

与海德格尔对“人言”与“道言”的区分具有同构关系或对应关系。生活儒学将话语区分为“有所指”

的言说即“主体话语”和“无所指”的言说即“前主体性话语”。关于主体话语的典型理论是索绪尔的

语言学和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典型体现是“失语”说和所谓“中西比较”。前主

体性话语则是本真的“情语”，其典型为“诗语”，乃是“天命”之“诚”，具有存在论层级的奠基性。现

代中国哲学的“中西”“古今”话语即属主体话语，而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则因其“前主体性话语”观

念而超越“中西”“古今”话语并为之奠基。

五、“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包含三个基本问题，体现于三个关键词———“中国”“哲学”“建构”。

（一）关于“建构”问题

何谓“建构”？按现象学的观念，这里存在着一个系列：“解构→还原→建构”③；或按生活儒学

的话语，这个系列是：“破解→回归→构造”④。显然，没有破解，就没有构造；没有解构，就没有建

构，即无法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扫清道路。

解构什么？当然是解构某种既有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例如，笔者曾专文讨论过传统的

“‘家国天下’话语反思”问题，实质上就是解构“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模式”⑤。在这些解构对

象中，最突出的就是古代哲学最典型的话语体系———“宋明理学”⑥。

“解构”当然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还原”。还原到哪里？绝不是回到已经解构的那种既有的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所谓“解构”，就是追问解构对象“何以可能”；而所谓“还原”，即理解这种“何

以可能”的前存在者、前主体性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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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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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来说，“建构”当然不是彻底另起炉灶，而是一种“重建”，诸如重建儒

学①（包括重建其本体论②、伦理学③、知识论④）、重建中国哲学⑤等等。

（二）关于“哲学”话语建构问题

这里首先涉及“哲学”的概念问题。笔者曾经区分了三个不同观念层级的“哲学”概念⑥：

１．最严格的“哲学”概念是形而上学，主要是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可称

之为“本体哲学”（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较为宽泛的“哲学”概念，包括“形下哲学”即某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知识论”“伦理学”

（道德哲学）等，以及下一个层级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

领域，可称之为“分支哲学”（ｂｒａｎｃ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最宽泛的“哲学”概念，包括那种既非关于形上存在者亦非关于形下存在者、而是关于存在的

思想，可以称之为“存在哲学”（Ｂｅ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例如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生活儒学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这是因为，“当代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当代性展

开；这种展开乃渊源于我们的当下生活，我们在当下生活中倾听着并且言说着。当代中国哲学就是

一种在中国当代生活情境中倾听着生活并且言说着生活的思想”⑦。

前两种话语均属“有所指”的、“言之有物”的言说方式，即主体话语；第三种则是“无所指”的、

“言之无物”的言说方式，即前主体性话语。如果要讲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这个体系应当包

含上述三个层级，它们之间具有奠基关系：存在哲学的话语→本体哲学的话语→分支哲学的话语。

有鉴于此，这里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层级建构”概念。

（三）关于“中国”话语建构问题

本文第一节已阐明，“话语”问题或“言说”问题与“中西”问题无关。既然如此，何来所谓的“中

国话语”？其实，所谓“与‘中西’问题无关”，说的是话语的前主体性层级，即“无所指”的言说方式，

因而说的是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的整体性质；但就主体话语层级，即“有所指”的言说方式而论，“中

国话语建构”当然涉及“中西”问题。事实上，中国“这个国家有其悠久的、博大精深的文明传统，有

她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提出问题的方式，有她自己的话语”⑧。然而，这种主体话语亟需前

主体性话语为之奠基，即追问“这种主体性何以可能”“这种存在者何以可能”，也就是追问“‘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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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可能”。这对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话语”说的是古代汉语固有的词汇。关于中国话语的建构，有学者

讲，“一方面，激活中国传统哲学核心话语”；“另一方面，融摄西方哲学主流话语”。① 笔者认为，这

是正确的路径。例如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固然“尽量少用外来语”②，但与此同时，“著者思想

之来源，在西方则资取于诸理想主义者，如康德、菲希特、黑格尔等为多”③，这就必须“用外来语”。

正如话语问题不是语言问题，“中国话语”亦非“汉语”问题。例如：

　　当我们用中国固有的词语“存在”去翻译西方的“Ｓｅｉｎ”或者“ｂｅｉｎｇ”之后，现代汉语的“存

在”这个词语，它是纯粹西方的、抑或是纯粹中国的呢？都不是。现代汉语的“存在”是由现代

中国人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生成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不仅涵摄着、或者说给出了所谓“西方

哲学”，而且涵摄着、或者说给出了“中国哲学”（所以我在一系列文章中详尽考证了中国传统的

“存”“在”观念的本源意义）。我们不可忘记：我们不仅生活着“中国人的”当下生活，而且同时

生活着“西方人的”当下生活———我们“共同生活”着，这就是“全球化”的思想意义。因此，对峙

的“中－西”观念，作为两个现成的存在者，其实同样是由我们的当下生活所给出的。④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要解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传统话语，超越“中西”

“古今”对峙，尔后才能建构起一个新的“存在哲学→本体哲学→分支哲学”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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